






































































































= ∑ L  yi，其
中 Li 为辖区 i 的人口，yi 为辖区 i 的人均产出。假设政府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向居民提供具备完全拥挤性
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人均消费为 g。根据 Arzaghi 和 Henderson（2005），本文假定代表性个体具有
Cobb-Douglas 形式的效用函数：u=xαgβ，其中，x 为代表性个体所消费的私人产品，假设参数 α 和 β 满足
α+β=1。假设政府通过对收入征税的方式为公共产品的供给融资，税率为 ti ①，则有 xi =yi（1-ti），因此代
表性个体的效用函数可以改写为 (1 )i i i iu y t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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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 / 1i i iu y F L gL y g
α βα δ= − − −      Y YY                                               （2）
通过选择 g 来最大化上述效用函数，得到最优的人均公共产品和居民效用分别为：
( ) /g Y F Lβ= −  ； ( ) ( )1 / 1 /i i i iu y F y L
βα βα β δ= − −                                     （3）
( ) ( ) 11 1 1 / 1 / 0i i i iu L y F y L
βα βδ α β δ −− +∂ ∂ = − − − <                                      （4）
根据式（4）可得，在集权状态下，代表性个体的效用水平随着该地区族群多样性程度的提高而降低。
在分权状态下，辖区 i 的地方政府运行成本为 Fi，所提供的人均公共产品为 gi。分权状态下，由于地
方政府具备完全信息，因此不存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衰减因子。因此，辖区 i 的预算约束为：ti Li yi=Fi +gi Li，
同样可以将其改写为：
( ) ( )/ /i i i i i it F L y g y= +                                                                （5）
辖区 i 中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函数为：
( )/i i i i i iu y F L g g
α β= − −                                                              （6）
通过选择 gi 来最大化上述效用函数，本文得到在效用最大化时的人均公共产品和居民效用分别为：
( )i ig y F Lβ= −－( ； ( )/i i i iu y y F yα βα β= −                                              （7）
由此，可以比较相对于集权状态，分权的得失情况：只要式（7）中分权状态下的效用值大于式（4）
中集权状态下的效用值，政府就有实行分权的动力。也就是只要下式成立，那么分权就是较优的选择：
( ) ( ) ( ) ( )1 / 1 1 / /i i i i iF y L F Y F y L









ijt ijt ijt i j t ijtdec div X vα β γ µ λ ε= + + + + + +                                              （9）
其中，decijt 为省级行政区 j 的地级行政区 i 在时期 t 的省内财政分权指标，divijt 为地区 i 在时期 t 的





目前中国共有 333 个地级行政区，包含 293 个地级市、30 个少数民族自治州、7 个地区和 3 个盟，剔除
2012 年之后新设立的 10 个地级市（包含三沙市、海东市、日喀则市、昌都市、儋州市、林芝市、吐鲁番市、






文沿用 Dincer 和 Wang（2011）的做法，利用民族来划分族群①。类似于王振宇和顾昕（2018）的研究，
本文使用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和 2005 年的 1% 人口抽样
调查资料来测算各地级行政区的族群多样性。测算族群多样性的最常用指标是 Mauro（1995）提出的族群
分化指标（ethnic fractionalization index，EFI），用于测算样本中任意两个人属于不同族群的概率。该指
标的具体计算方式为：用 i 地区 j 族群人口数量除以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数量，可以得到 i 地区 j 族群人口
数量占该地区全体人口的比重，表示为 sij，进一步，利用 sij 可以计算出 i 地区任意两个人来自不同族群
的概率，即为 i 地区的 EFI：
2
1
1 ni ijiEFI S== − ∑                                                                 （10）























本文使用的地级行政区财政自给率指标（fis_au）= 地级及以下财政收入 / 地级及以下财政支出。
计算该指标的数据来自于《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在使用该指标的时候需要注意到，在 1994 年
的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将财权上收，但支出责任依然留给了地方政府，这使得绝大部分地区在
















分成比例，其测算方法为：增值税分成比例 = 地级自有的增值税收入 / 地级实际征缴的增值税总额。地
级实际征缴的增值税总额减去地级自有的增值税收入即为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分享的增值税收入。
（四）其他控制变量









自于各年度的《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由于只能获得族群多样性指标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
三个年度的数据，同时，只能获得 1997-2009 年的各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因此本文最终使用的数据是



















































































调整后的 R2 0.304 0.307 0.265 0.273
N 610 610 610 610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就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英国圣公会牧师法拉（Frederic William Farrar，1831-1903）在 1860 年出版的《论











( )2( )ij i ij ijj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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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其中，ηi 为地级行政区 i 的地理多样性变量，xij 为地级行政区 i 中的第 j 个县（区）的平均海拔，wij
为地区 j 的辖区面积， ( ) ( )i ij ij ijj jx x w w= ∑ ∑ 为地级行政区 i 的平均海拔。本文使用 Zonal-Mean 函数
从中国 1: 100 万数字高程模型数据中提取了中国各地级行政区的平均海拔，该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来源于




不论是对于哪种分权指标，都应当使用工具变量回归；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检验了所使用的工具
变量是否是弱工具变量，其原假设是“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该统计量的估计值在两种分权指标下
别为 50.036 和 43.819，均大于 Stock-Yogo 中 10% 显著性水平时的临界值 24.58，因此，本文所使用的工





















Cragg-Donald Wald F 检验 50.036 43.819
调整后的 R2 0.107 0.301 0.369
N 610 610 610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 −  
 
∑                  　　             　　　        （12）
其中，Sij 的含义与式（10）一样。利用式（12）计算得到族群多样性指标，本文再次对回归方程（9）
















调整后的 R2 0.300 0.302 0.268 0.270
N 610 610 610 610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路里程与地级行政区辖区面积的比值，单位为千米 / 平方千米，数据来源于 CEIC 数据库。本文依然使
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 4 所示。从表 4 中首先可以发现，在引入了交通基础设施以及
交通基础设施与族群多样性的交互项之后，族群多样性的两个度量指标 EFI 和 EPI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其次，交通基础设施越好的地区，其省内分权程度越低①。进一步，我们发现，除了交通基础设施与 EPI
的交互项对财政自给率的作用不显著之外，交通基础设施与 EFI 的交互项对省内增值税分成比例和财政
自给率的作用均显著为负，交通基础设施与 EPI 的交互项对省内增值税分成比例也显著为负。由于表 4




































调整后的 R2 0.311 0.318 0.285 0.281
N 610 610 610 610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调整后的 R2 0.300 0.296 0.283 0.280
N 610 610 610 610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为“分税加共享模式”，则 D2 取 1；如果所在地为“分税加共享和增量分成模式”，则 D2 取 0。引入
该虚拟变量与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69


































调整后的 R2 0.310 0.306 0.275 0.273
N 610 610 610 610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97 0.616* 0.322 1.109** 0.528
为老人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 97 -0.312 0.280 0.114 0.083
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 97 0.357*** 0.088 0.173* 0.089
打击犯罪 97 -1.305 0.929 -1.544 1.107
公平执法 97 0.084 0.120 -0.119 0.138
政府部门秉公办事 97 -0.073* 0.040 0.288 0.219
环境保护 97 0.440** 0.209 0.098 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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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ic Diversity,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 and Sub-Provinc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Deng Ming
Abstract: Sub-provinc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hich varies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sub-provin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here do these differences originate from? This 
paper proposed a simple theoretical model to compare the effect on resident utilities from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more diverse the regional ethnic is, greater resident utilities 
the decentralization can raise than centralization, and more decentralized the governments will select. Measuring 
China’s prefectural-level regional ethnic diversity based on nationwide population census data and sampling 
survey dat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prefectural-level ethnic diversity and sub-provinc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n China. The empirical researches show that regions with higher ethnic diversity have 
higher sub-provincial decentralization, which confirms th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in this paper. Moreover, using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dividual preferences for public services from 2005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2005), this paper revealed that regions with higher ethnic diversity have higher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 
for public services, and higher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 will lead to higher sub-provinc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hich confirms the mechanism that ethnic diversity acting on sub-provinc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Keywords: Ethnic Diversity;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 Sub-Provinci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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